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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是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其次总结当前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并论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途径：提品质和调结构引领三产融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补齐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短板等；最后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发展以生态安全与资源节约为目标的现代生产技术、以规模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现代装备技术、以粮食营养安全与资源集约利用为目标的现代加工技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农产品流通技术以及以高产高效为目标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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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Innov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Cao Bo, Zhao Zh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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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for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then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reform and discusses the main ways to realize the structural reform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ould lead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 the appropriate scale of operation,which may fill the short-board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o develop the modern 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modern equipment technology for large-scale and mechanization, modern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food security and resource intensive utilization, modern circul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Internet +" and modern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r high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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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不仅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巨大的产品、要素、市场以及外汇贡献[1]。但同时也存在着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国货入库、洋货入市”等供给约束不断积聚的现象，“橄榄形”分配格局逐渐形成带来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对优质、安全农产品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需求管理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问题开始暴露。此时，如果继续依靠反周期的需求管理政策来解决当前我国部分农产品产能过剩、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生态资源消耗过度、供需结构错位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深市场的扭曲程度。因此，从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改革转变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自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引起了理论界的积极反响和广泛共鸣。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包括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农产品应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内生发展动力[2][3]。具体而言，即通过要素和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质量和农业供给体系的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和品种契合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建立起结构合理的绿色生态农业生产体系。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本质上是质量、标准和品种多样性的供需失衡，其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4]。本文首先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内涵和理论依据，其次通过分析和总结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和途径，最后对未来我国农业的发展布局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产量和结构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两大标尺，前者反映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数量，后者强调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5]。现代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的结论：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要素供给上升和技术状态的提高；围绕长期上升趋势的短期经济波动则决定于总需求[6]。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农业发展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可以追溯至萨伊定律。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货币在实现产品交换的过程中仅在一瞬间起作用，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结束[7]。按照萨伊定律，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即使短时间内发生失衡，价格也会相应调整使供给和需求最终相等。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大萧条，人们开始质疑“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理论的正确性。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萨伊定律进行反驳，并提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需求能够创造自己的供给”[8]。需求决定论为西方国家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熨平”经济波动的理论工具，经济衰退则扩张总需求；通货膨胀则收缩总需求。但是，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滞胀”，需求管理陷入困境：扩张总需求加剧通货膨胀；收缩总需求则加剧经济停滞。这种情况下，以美国经济学家A.Laffer、J.Wanniski和G.Gilder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认为，有效供给不足是经济停滞和价格上涨的根源，而有效供给不足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通过减少政府税收、削减政府支出、取消部分规章制度、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等方法振兴经济，这正是“里根经济学”的由来[9]。
由此看来，经济理论和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建国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产品总是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政府一方面通过“票证”配置限制总需求，一方面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总供给。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中，总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时只要增加农业供给就一定会被需求所吸收，“萨伊定律”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成为自然规律。20世纪末，农业生产力发展迅速扩张，此时同时具有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的消费却在减少，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中，总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时，只要需求增加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供给，“凯恩斯定律”成为自然规律。当前，我国农业供给约束不断收紧，生产与消费结构的不一致导致粮食产能过剩，小农经济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使得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对需求的刺激已经不能解决我国面临的农业问题，亟需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10]。即基于农业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视野，从各类生产要素投入的供给角度入手，以促进生产结构优化为目标对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和配置。那么，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面临哪些问题？科技如何发力？
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产品数量日益增长并趋于稳定。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其他经济活动的联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形式，还影响着社会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10]。当前，我国农产品和社会消费存在结构性矛盾，农业供给侧的生产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有限的资源承载力阻碍着农业经济发展转型。
3.1 农业产品供给与社会消费存在结构矛盾
1978年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逐年提高，购买力也不断增长。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1790.30元，是1978年的13.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0772.00元，是1978年的15倍[footnoteRef:3]。同时，2015年，城镇居民食品人均年度消费支出6891.10元，是1995年的3.90倍；农村居民食品人均年度消费支出2498.13元，是1995年的3.25倍[footnoteRef:4]。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11]。当前，我国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已经不再集中于基本的生理需求，在质量、品牌、服务方式和内容上更加关注社会群体价值，由简单数量上的满足向质量安全、营养安全和健康安全转移。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市场，从生产结构和发展方向上形成市场化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生产和消费出现断层，农产品生产偏重数量、忽视质量，国内生产者的原料需求和消费者的食用需求得不到满足，转而向国际市场进行消费，“海购”现象突出。2015年，我国大豆产量1051万吨，进口量8350万吨，国内消费量10584万吨，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79%，出口量仅有18万吨，国内市场对国外大豆进口依赖严重[footnoteRef:5]。同时，以婴幼儿奶粉为代表的海外代购规模逐年增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29亿元。近几年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结构与农产品消费意识不断升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国内产品卖不掉、国内需求买不来”的现象愈加严重。 [3:  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根据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数计算而得。]  [4:  数据依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中1995年～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推算而得，倍数为利用城镇居民食品CPI指数和农村居民食品CPI指数处理后计算而得。]  [5:  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端行业宏观数据库。] 

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生产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小农经济思想文化浓厚，农户之间缺乏合作精神，农产品销售向外拓展存在诸多阻碍。作为封建经济的依托，小农经济由于自身较强的发展能力和恢复能力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但在一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需要推广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扩大多方合作、降低交易成本。（2）区域之间、省份之间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电力、水力、交通、信息配套技术落后；农业生产供给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域发展水平失衡。（3）农业全产业链过窄过短，种植业与养殖业内部结构不优，一二三产业融合度较低。（4）农村空心化、老年化严重，缺乏技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动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5）缺乏针对地域特色开展的差异化农业生产，对地区品牌、典型品种的种植和养殖重视不足，长期以产量为目标、优质农产品严重短缺。（6）国内粮食种植成本较高，且存在区域性、阶段性以及结构性的产量过剩，种植效益受国际市场粮价的影响，农业生产者积极性极度缺乏。
3.3 生产成本攀升导致农业产品供给竞争力下降
[bookmark: _GoBack]农产品的竞争力不仅与产出的数量、质量以及社会群体的消费结构有关，还取决于资源禀赋、要素成本以及技术投入。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开放性格局中，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随着农药、化肥、种子和机械等农资和农机的投入也在不断攀升，与国外产品的竞争趋于激烈，并逐渐落于下风。以大豆为例，2016年8月29日国际大豆现货价为402美元/t，仅相当于当日中国大豆现货价的72.3%[footnoteRef:6]。另一方面，对农业公共产品和技术支持的投入风险较高、收益较低，农业生产领域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企业、农民、政府三者之间不能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组织。此外，农业投资具有长期性、区域性，而农村居民普遍收入较低、组织较为分散、融资能力低下，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技术投入水平很低，生产成本过高直接导致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不足。 [6:  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农林牧渔行业农产品价格数据库。] 

3.4 有限的资源承载力阻碍农业经济发展转型
多年以来，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决策的导引下，我国农业生产者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不断增加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扩大低水平的土地垦殖面积，自然资源消耗严重、不断引发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农业资源环境的污染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对其他产业乃至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计算。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以及农业部联合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来自农业方面的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占污染源总量的48.9%，且农业污染主要来自于畜禽养殖业。另一方面，农药及化肥的过度使用直接威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2013年我国氮磷钾施肥总量38941.20万吨，是美国的1.94倍；2014年，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联合发布的《全球有机农业年鉴》显示，中国以有机方式管理的土地面积仅占全球的0.36%，在全世界16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7位[12]。同时，以双汇“瘦肉精”、湖南“毒大米”、青岛“毒韭菜”等为代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频发生[13]，消费者对本国农产品的信任度不高导致国内消费不足，而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使本国农产品无法顺利进入国际市场，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途径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核心是以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目标扩大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强农业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业供给侧改革在新阶段对科学技术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通过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农产品从“增产”到“提质”和“调结构”的转变；催生农村新业态，激发农业内部产业的交叉、重组和渗透[14]；以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破除小农分散经营体系、建立完善的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技术和方式推进绿色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非价格竞争力。
4.1 从“增产量”到“提品质”和“调结构”
我国粮食产量十二年连增，科技创新功不可没。2016年8月第七届国际作物科学大会报告指出，201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3%；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2%[15]；“十二五”期间，由科技部、财政部、农业部及国家粮食局联合实施的“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累计建立核心试验区、技术示范区和技术辐射区75845.09万亩，累计增产粮食4431.90万吨，增加效益890.29亿元，农药使用量减少25%左右，每亩节本增效110元左右[footnoteRef:7]。农业综合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实力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有力助推了现代农业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农产品品种结构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亟需科技创新使农产品向“调结构”和“提品质”转变[16]。一方面，以“从种子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为基础，构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控“互联共享”和“全程追溯”的销售平台，以信息技术为保障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及物流的透明度。另一方面，重视育种技术、繁殖技术以及加工技术，开发种植和畜牧新品种、多样化农产品加工方式，以提高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对接国内外消费结构为目标开展标准化生产、品质化营销。 [7: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项目通过验收，http://www.most.gov.cn/kjbgz/201608/t20160805_127087.htm.] 

4.2 引领三产融合，促进农业新业态发展
我国推进农业三产融合的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粮食主产区和江浙沪等发达省份为主提出了“产加销一条龙”和“贸工农一体化”的模式[17]。但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当前我国农村的三产融合发展层次依然较低，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深度挖掘农业新功能，催生农业发展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首先，以科技创新挖掘农业经济新功能。以传统农业生产为基础，挖掘农业社会、生态、文化新功能，以现代科技融合农业的艺术性、文化性和趣味性，发展文化创意农业、景观创意农业、公园创意农业，提供集观赏、科普、示范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业“组合产品”。其次，以科技创新催生农村发展新业态。以新技术催生农业新产业，吸收土地流转、规模化生产后的失地农民就业，建立创业园、安居园、培训园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体系。最后，以科技创新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现代“以种定养、以养定种”的新型智能化“种+养”模式，以“互联网+”技术利用“订单融合”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借鉴生态工业园区的经验发展农业循环技术，将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生物质能源业等纳入整个循环农业产业体系中，实现园区内农业不同产业的相互依存。
4.3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首先，以育种技术、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降低农业种养成本。在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基础上推进种植全面机械化，打造农村普惠金融信息平台引入社会资本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降低农业生产及融资成本；构建物联网监测平台，远程监测和分析土壤墒情、植物生长态势和病虫害情况[18][19]，实现喷灌、施肥人工智能化，降低农业种植人工成本；引进新品种、创新杂交技术，提升畜牧产品营养价值，降低农业养殖成本。其次，以装卸技术、仓储技术创新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包括以装卸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以运输现代化降低时间成本，以新型仓储技术实现农产品保质、保鲜、保安全。第三，以现代生物工程减少农业内产业废弃物的产生量，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节约能源和资源。最后，以“互联网+”和“物联网”降低农产品收购及销售成本[20]。分散化的小农经济体系导致农产品收购的交易成本长期居高不下，需以信息技术支撑构建现代农产品统购销平台，以价格机制嫁接生产者和消费者、调整市场供需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
4.4 补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短板”
重视循环技术、增强科技绿色功能，拓宽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整合各个生产环节，建立“资源—农产品—再生资源”的良性闭合循环机制，推进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首先，创新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和循环利用技术，引入有机肥技术和生物质能技术，打造“地种粮、粮结秆、秆喂羊、羊拉粪、粪还田”的绿色低碳农业。其次，开发利用新能源，包括沼气综合利用技术、生物质能压块及液化技术、太阳能转换技术等。例如在羊舍、猪舍下利用粪便发酵形成沼气池，沼气用于农户生活，沼液、沼渣用于农业种植。最后，以提升土地质量为目标创新土地工程技术，修复退化土地、开发荒废土地，重点发展土地整治的立体生态技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
5 结论和建议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需要发展以生态安全与资源节约为目标的现代生产技术、以规模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现代装备技术、以粮食营养安全与资源集约利用为目标的现代加工技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农产品流通技术以及以高产高效为目标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
首先，构建生态安全与循环节约型生产技术体系。要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农业功能多样化的发展要求，集成创新农业系统水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农业耕种节能关键技术、农业物质循环利用技术、农业资源多级转化技术、废弃物的资源化技术、可再生资源的直接还田技术、农业有害生物的生态控制技术、温室气体及污染物减控技术等，提高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水平。其次，引进和发展现代化农业机械装备技术，通过统一耕作、统一供种、统一灌溉、统一施肥、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的“六统一”作业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构建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的农机装备研发政策，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第三，以保障粮食安全、对接国内外消费者需求为目标，按照不同农产品的特点和用途研究不同的加工技术，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第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强农业信息技术自主研发、以农业大数据助力国家级的农业数据平台发展，建立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关键是要搭建起电商体系、信用体系、人员配备体系、物流保障体系、信息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等“六大支撑”体系[21]。最后，推广以高产高效为目标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包括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及基因转殖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可提高农作物单产、降低面污染，对保障食物安全、食品安全、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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